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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6年底浙江省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地方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

试。经过一年多时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是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承诺，是政府行政体

制改革系统性工程的切入口，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和提高效能的有力抓手。“最多跑一次”
改革正在撬动政府职能归位、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数字型政府建设。“最多跑一次”改
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以及地方竞争

的创新文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继续深化，需要重视合法性、信息安全、有效性和增量改革等问题；“最多跑

一次”的未来，是技术倒逼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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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府建立在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之上。
政府服务于人民的福祉，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

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切

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

服务人民为本位，在公共管理中，摆正理念、厘清

职能、优化流程、提高效能。为实现此目标，政府就

是要从自身入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创新。2016

年底浙江省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便是地方

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

尝试。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写进了李克强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此前浙江的很多地方创新

实践一样，“最多跑一次”改革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和支持，并在全国推广。“最多跑一次”改革，被认

为是撬动其他领域改革的抓手，也在撬动一系列

的政府改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也有一些非

常精彩的解读。本文在学者们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实地考察，讨论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生

发机理，“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怎样一路“跑”过来

的？它又撬动了什么？倒逼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一项得到高层支持并推广的地方创新，它有

哪些成功的经验？在对这些问题观察的基础之上，

本文进而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存在的问题，以

及下一步推进的路径。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逻辑推进与压力传导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事件。改

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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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改革与创新。正如俞可平所言，中国的改革开

放，是一个整体性社会变迁进程，这一变迁在政治

领域便是“治理改革”。[1]实质而言，政治即为人类

的集体合作，政府则为集体合作的机制。用新公共

管理理论的话语来说，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

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是否有效。“没有一个有效

的政府，文明社会就不能有效地运作，”所以要改

革政府。[2]一个有效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有能力

的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实现有效治理。[3]

（一）政府改革从“1.0版”到“3.0版”
为实现有效治理，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减政放

权。政府职能的转变，首要的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从而使得管理权限清单明晰，不该管，

管起来没有效率的事项，尽可能地下放。这便是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1999年，以建立“一站式”便民服

务大厅为标志，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从1999—2012年，浙江先后进行了三轮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削减了上千项行政许可和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并创新审批方式，全面建立行政

服务中心或一站式办事大厅、“政务超市”等，提高

审批效率。[4][5][6]2013年初，浙江启动第四轮新一轮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确立把浙江省打造成“审批事

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的

改革目标，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非行政许可事项

全部取消；明确“四张清单”（政府权力清单、企业

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

管理清单）厘清政府职能权限；运用“一张网”（浙

江政务服务网）创新行政审批流程与方式，通过互

联网技术，优化服务，提高效能。
1999—2012年浙江省的审批制度改革被看做

是政府改革的1.0版。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削减

政府审批事项，各地进行政府效能改革与行政审

批一体化改革；建立行政审批中心，提供“一站式”
审批服务。[7][8]1999年9月，浙江省上虞市成立了首

个“政府服务超市”———便民服务中心，成为全国

第一家行政服务中心，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审批、
审核、办证、办照事项分离出来，集中到一个大厅

进行办理，创新行政审批模式。[9]而后，“一站式”审
批服务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一时期，为了提

高审批效率，以政府管理流程再造为重点，温州、
杭州等地还进行了政府“效能革命”。[10]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浙江的审批制度改革取

得很大成就，改革步伐走在全国前列，但仍存在不

少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审批事项依然很

多；审批程式标准化和透明度不够；政府工作人员

办事效率和作用达不到企业和群众的期望和要

求。其中，核心的问题依然是政府职能的不清晰，

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权力边界的模糊性和随意

性，从而导致政府效能低下。为此，2013年浙江省

提出了“四张清单一张网”，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四张清单”目的是将“政府关进笼子”，以清

单形式明确政府权限，“让政府规规矩矩用权，又

明明白白花钱。”[11]“一张网”是“互联网+政务”的全

方位实践，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进政府改革。
“四张清单一张网”是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

也被看作是政府改革的2.0版。在“四张清单一张

网”改革中，首先，权力清单是关键，“清权、减权和

放权”，明确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作，依法行政、
公开透明，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从政府职能入

手，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并且利

用互联网平台，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共服

务的效率，强化评估与监督，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其次，在依法约束政府“乱作为”的同时，还要避免

政府“不作为”，这就需要一个责任清单。责任清单

明确政府职责、职责边界，并强化监管和公共服

务，打造“有为”、“有效”政府。再次，对于企业投

资，政府在提供便利审批服务的同时，要加强市场

监管功能，出台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明确告知投资

者负面项目，推行企业依法承诺制、备案制，变事

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管。最后一张“清单”，是“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目的是管住政府的钱。对

于财政专项资金进行清单式管理，监督政府专项

资金利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张网”是“浙江

政务网”。依托这张网，最终建立真正的“政务超

市”：审批事项集中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政务

信息一网公开，数据资源集中共享。[12]

2016年底，在“四张清单一张网”的基础上，浙

江省提出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政府改革进

入3.0版本。[13]最多跑一次”改革，既是对“四张清单

一张网”改革目标的继续推进，也是政府审批制

度、效能改革的可视化、可量化要求，通过压力传

导深化政府自身改革。[14]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浙江

省“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87.9%。[15]“最多跑一

次”改革，从地方的创新实践变成了国家的政策倡

导。[16]

从改革的脉络观察，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
革，是政府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深入发展

和递进加码。1999年开始的审批制度改革，着眼于

审批事务的削减和审批模式的创新，削减了大量

的行政审批事项，对行政审批流程也进行了改革。
但不可否认，改革效果离社会期望仍有很大距离。
2013年开始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继续推进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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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但重点转移到了政府职能和权责边界

的清晰化，约束政府权力运作以及经费使用，并推

进“互联网+政务”，推动网上政府建设。而2016年

底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质是“四张清单一

张网”的深化，从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层面，用公

众的满意度和服务体验，来倒逼政府职能转变、权
力归位以及效能提升。从理论上讲，符合“职能转

变———权责定位———服务转型”的改革逻辑。从实

践的逻辑来讲，政府改革首先是转变政府职能，从

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在政府职能转变的

基础上，才能够确保机构改革的成果，实现机构精

简，政府瘦身；而且，只有明确规范了政府权力和

责任边界，才能真正实现审批权限下放和审批事

项的精简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因此，无论是此

前多轮的行政审批制度，还是“四张清单一张网”，
实质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要求。而政府职能

转变，执政理念的深化，相应地会带来政府办事效

率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积极变化。
（二）社会压力、技术动力与民众监督

进一步讲，“最多跑一次”改革之所以被看作

是政府改革的3.0版本，区别于“四张清单一张网”。
这跟“最多跑一次”的动力机制有关。以往的地方

政府改革，无论是机构改革、编制改革、审批制度

改革，包括效能革命，属于政府自身的权责定位、
组织变革和作风建设，这些改革的实施，或者是地

方政府完成中央政府的改革要求，或者是地方政

府自身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压力挑战下的主动调

适和创新，或者是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自觉和理

念转变，也有对地方民众推动的地方创新的相应

与吸纳。在这几种改革类型中，均缺少民众自下而

上、由外而内的对于政府改革的参与。而官僚机构

自身的惰性使得自身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尽管

改了好多年，但政府权责不清、边界模糊，办事流

程拖拉，“衙门”作风很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现象仍然存在。这一切，影响到政府的效能的

发挥，影响到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以政

府部门为主体”的改革，“始终未能彻底清理大量

不必要的、重复的行政审批事项”。[17]因此，政府改

革仍是进行时，且需要获得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成就显著。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都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

期望。政府需要改革以回应市场和民众的诉求，应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因素，构成了历次政

府改革的外部压力。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改革提

供了新的动力。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在

“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进行的政府全面改革。浙江省在新信

息技术上的优势，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

算，为“最多跑一次”提供了工具上的助推力量。
“最多跑一次”基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大数据处理

和应用，借助技术力量带来的信息和数据的便捷

传输和即时共享，发展电子政务平台，整合行政资

源，再造行政流程，创新服务形式，转变工作作风，

提高政府效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和

公共服务。
更重要的是，“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有来自

自上而下的、高层强力推动的体制内压力，也有来

自政府承诺的、可量化的民众监督的外部压力。和

以往的政府改革实践不同，“最多跑一次”改革，让

人民群众做考官，以极其直观的衡量标准，依靠群

众监督，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和全面改革。群众以监

督服务的形式，参与到“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来，评

价改革成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多跑一次”成
为了新的改革的切入点。以市民、企业等的办事体

验为出发点倒逼政府及其部门改革。政府从服务

承诺开始，转变工作作风，从提高效能到审批权力

进一步削减和下放，从数据共享到机构整合，改革

层层递进，层层加码，不仅有助于打破“精简—增

设—再精简—再增设”的怪圈，推动政府职能的根

本性转变，而且进一步通过机构有机整合和政府

流程再造，改善地方治理结构，实现地方治理优

化。[18]

二、“最多跑一次”撬动了什么

在前期审批制度改革和互联网政务的基础

上，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让人民群众来监

督“放管服”改革的成效，2016年底，浙江省全面启

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指政

府通过优化办理流程、整合政务资源、运用新技术

手段，向群众和企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做

出承诺：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下，减少跑路次数，最多

跑一次，最好不用跑，实现一次性办成事。
2016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

俊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最多跑一

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开始了浙江

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进程。2017年2月，时任省

长车俊主持召开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会

议，并亲自担任推进“最多跑一次”深化“四张清单

一张网”改革协调小组组长。同月，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通知，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一件事情”
的事项梳理工作；省政府同时出台《加快推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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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改革思路，确定时

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

车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达了对于改革的信心：“浙

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有前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打下的基础，有政务网和大数据的技术支撑，有严

格的制度保障。”[19]

由此看出，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最多跑一次”改革表面是

政府作用和办事流程的宣示与承诺，实质上是试

图撬动政府转变职能、减政放权和优化机构和简

政放权的新举措。浙江省希望将“最多跑一次”改
革作为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和提高

效能的抓手，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说，“最多

跑一次”以直观形象的语言，使得群众能够非常有

效地监督政府的办事效率，把群众引入到政府部

门工作作风和工作流程的监督过程中来，密切人

民群众与政府的联系和互动，提高办事效率，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最多跑一次”的政府承诺对于老

百姓来说，非常直观、清楚明确，这也有利于老百

姓监督。而且“最多跑一次”改革，希望通过提高政

府效能和优化政务供给，撬动政府的经济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治理模式深层次

改革，改变政府与民众、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职能归位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分权与

放权，社会结构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激活市

场，“松绑”社会，权力下放。一个“放”字深得改革

精髓。当下的“放管服”改革，是新时期的政府系统

性改革的简称，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放管服”改革，是政府对自己的革命，“刀刃向

内”：“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20]难

度可想而知。从改革的必要性上来说，政府之所以

要简政放权，就是因为政府的职能定位不合理，权

力界限不清晰。因此，要推进“放管服”改革，（1）要

厘清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确定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边界；（2）要限权、减权、放
权，规范权力运作，该减的减，该放的放，大幅削减

行政审批事项；（3）提高政府效能，属于政府的职

责范围内的职能，要优化服务，政府要做到有为有效。
“放管服”改革的这些目标，以前主要依赖政

府的自觉行为，依赖政府对自己开刀，其成效便打

了折扣。“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推出，在政府自身改

革之外，引入群众的监督和考核，用群众的监督倒

逼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浙

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加强版。

对于政府来讲，面对“最多跑一次”承诺的压力，有

些审批事项，最好能够“不要跑”，这样的话，自然

会加速审批事项的整合或者取消，不可逆地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言之，“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关键词有这样几个：（1）“简”和“减”，减政放权，大

道至简。通过对政府监管与服务事项的分类，将事

项分为取消的、不用跑、跑一次，能减少的就减，能

简化的尽量简化。浙江省各级政府、各部门都出台

了“最多跑一次”事项目录；（2）“合”，事项归并，办

事流程和环节整合，机构重组，政务数据和信息的

共享、归并与整合；（3）“放”，事权下放，服务落地，

落实有限政府理念，向市场和社会充分放权与有

效授权。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高层政府的强力推动，

同时也是来自外部社会力量的倒逼。政府高层的

意志，借助群众的监督，合成为改革的推进力，向

官僚机构的惰性开刀，倒逼政府职能归位。在经济

领域，撬动经济体制改革，科学授权和科学监管。
通过加快投资审批等事项的改革，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同时完善监管制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明确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环境营造者角色，更

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创造亲商宜商的市场环境，

以激活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在社会领

域，撬动社会体制改革，倒逼社会保障、劳动就业、
教育医疗等各领域改革，实现政府对于公共产品

的有效提供，优化公共服务。
（二）落实便民惠民理念，规范政府权力运作

一项政府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关键是从上到

下改革者的理念能够发生真正转变。浙江“最多跑

一次”改革，从便利群众办事入手，改革政府审批

流程，目标是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
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
“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目标，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

诉求和宗旨。
“最多跑一次”改革重审公共服务伦理。“最多

跑一次”改革从与群众和企业紧密相关的办事窗

口开始，改善工作作风，简化办事流程，“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让大家办事“少跑腿”甚至不跑腿，

促使政府从理念上摆正公共权力的位置，使得各

级政府工作人员端正服务态度，提升工作绩效。公

共服务提供中，受理与审批分离、审批与监督评价

分离，改变当前部门自我受理、自我审批、自我评

价的工作格局，用直观的、可核查的标准，激活外

部监督，推动政府为民服务。
“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最

多跑一次”改革，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准和考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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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府办事服务的便民惠民举措，提升人民群众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这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

从行政伦理上摆正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的

关系。通过办事窗口和办事程序的整合与优化，通

过“代办制”、“承诺制”等举措的实施，创新公共服

务方式，明确政府的人民勤务员角色，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最

多跑一次”不仅仅是对政府办事窗口和行政执法

程序的改革，而是一场由表及里、有作风效能到流

程再到组织结构变革的层层递进的改革。对于整

个官僚机构和政府权力运作体系来说，“最多跑一

次”是从权力运作的客户端入手、从官僚的作风和

服务质量入手，撬动权力理念、运作流程以及组织

机构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倒逼政府权力谦卑，[21]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
（三）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整体性治理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政府承诺，需要政府各

部门进行内部协调与整合，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思

维，创新政府内部权力运作，再造政府流程，实现

整体性治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一窗受理”，窗

后是整个政府系统。“集成服务”意味着政府的流

程再造。
“最多跑一次”改革，“它以人民群众的体验

感、获得感、满意度为出发点，倒逼政府机构、流程

的再造。”[22]政府流程再造，也叫政府再造，目的是

为了提高政府效率、效能、适应性以及政府能力，

运用企业家精神，“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

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进行政府根本

性的转型。[23]

“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

政府大部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系统内部纵向横

向的权力结构，优化政府运行程序；理清和规范部

门间权责关系，着力解决部门间职责交叉、公共资

源碎片化、部门间推诿扯皮等问题；打破条块分

割、各自为政造成的“信息孤岛”问题，推动纵向整

合与横向协调，提高政府效能。[24]“最多跑一次”改
革倒逼部门合作，变群众办事找“部门”为找“政

府”。[25]

因此说，“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公众需求和满

意度体验为核心，推动对政府部门原有组织机构

和工作流程的优化、整合和重组，调整政府内部的

决策、执行、审核与监督系统，建立各种形式的部

门间整合与协调组织，实现大部制的、跨部门协同

的工作机制，克服专业分工和部门利益阻隔带来

的政府部门权力分散和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建

设整体性政府，[26]推动整体性治理。
（四）整合数据资源，打造数字型政府

无论是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还是整体性政

府，不仅需要先进的治理理念的引领，还需要先进

的治理技术的支持。有效的政府，一定是有治理能

力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整体性政府建设，意味着

政府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政府的有效性和能力，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运用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在

新信息技术时代，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有效治理，

是政府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互联

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的发展，数字化政府呼之欲

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便是在大数据时代，浙江省

委省政府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全面推进政府

改革的重大举措。[27]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之所以

能够做到，就在于“数据共享、数据跑路、互联互

通”。前台“一窗受理”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后

台的“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顺利推进，

和浙江省作为大数据应用大省的技术支持和数字

化生存的社会氛围密不可分。而“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推进，以及网上办事、移动服务的发展，促使

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能够打破数据壁垒，改变公

共数据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数据互认共享。在

这方面，浙江省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动数据整合

与共享。2017年2月，浙江出台《浙江省公共数据和

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对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

与应用、安全与保障等作出规范，用规章形式破解

公共数据共享难的问题。3月，浙江省办公厅下发

第一批《省级公共数据共享清单》，向各级政府机

关、行政服务中心先行开放29个省级部门、2600个

公共数据项的共享权限。其中涵盖全省人口、法人

基础信息和社保、民政等相关数据，以及部分专业

资格证书、资质证照、信用信息等“干货”。目前，浙

江省已经基本完成个人综合库、法人综合库、信用

信息库数据归集，数据量超过60亿条；57个省级单

位3600余项数据被开放共享。[28]

而且，浙江省还发挥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

的作用，充分借助阿里巴巴公司的技术优势，与企

业合作，利用企业的技术支持，建设一个政务数据

的“中央厨房”。这个“中央厨房”就是后台的政府，

既能对社会经济运行、信用、市场监管、安全生产

等进行分析监测，也能为政府精准决策和高效治

理提供支撑，打造“智慧政府”，进一步深化政府数

字化转型。[29]

三、“最多跑一次”为什么能“跑”向全国

从2016年12月底开始起跑，浙江“最多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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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改革推进一年多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17

年，“最多跑一次”事项办件量占全部年办件量的

90%以上，实现了“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

例外”的年度目标。截至到2018年3月，浙江省市县

三级梳理公布的“最多跑一次”事项分别占同级总

事项数的95.68%、95.33%和93.85%。“通过‘最多跑

一次’改革，浙江已有13500多个可共享数据项，数

据共享月均近1000万次，数据每调用一次，就意味

着数据代替群众交了一份材料，群众少跑了一次

腿。”[30]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已

有很多省市开展了类似的改革。2018年1月，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

次”改革调研报告》并予以肯定。2018年3月，“最多

跑一次”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两会期间，浙

江省委书记车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经第三

方评估，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率达到

87.9%，群众满意率达到94.7%。[31]

检验一项政府创新是否成功，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衡量。一是这项改革试点是否达到了改革的

初衷，群众满意度如何；二是这项试点有没有得到

复制和推广。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浙江“最多跑一

次”改革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群众到政府部门办

事，绝大多数事项可以做到“最多跑一次”；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这项创新就从浙江跑向了全国各地，

得到了复制和推广，成为当前最热门的政府改革

举措。通过对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全面考察，

我们会发现，有这样几个因素，保证了这项地方政

府创新的成功。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

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更好

地实现人民的利益，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浙

江是一片改革的热土。用省委书记车俊的话说，浙

江是“吃改革饭”的。浙江的改革长期领跑全国。浙

江各级政府，虽然经过多轮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及

多种形式的政府创新实践，但政府的官僚主义作

风依然存在，政府行为依然是从管理本位出发，为

民服务的理念没有真正得到贯彻。企业和群众去

政府部门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引起老百姓的抱怨和不满。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

和工作人员的办事作风，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群众

对政府的信任，疏远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16年，国务院开始

“放管服”改革。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发展为了人民，就是把

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把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

展的根本目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集中体现。“最多跑一次”改革并不是单纯的

科技变革。科技变革、技术条件和因素固然重要，

但也只有在先进的执政理念和行政体制框架下才

能发展起来。[32]发展的宗旨是为了人民。浙江“最多

跑一次”改革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浙江探

索与实践，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向人民立下的“军令

状”，[33]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落实。改革是

为了提升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更好地实现便

民惠民，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还强调发展依靠人

民。同样，改革也依靠人民，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

持，是一场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主语是群众，是用群众的话语，直

观且简单衡量的标准，考察政府改革的成效。“最

多跑一次”改革用群众监督来倒逼政府流程优化

整合、倒逼政府工作作风和效能提升，倒逼政府职

能转变和下放权力，是“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

割自己的肉。”“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某种程度上，

是用群众的监督和压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

方式创新。通过群众对改革的参与，一方面，促进

政府改革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也促成良性运转的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建立，优化地方治

理生态。
（二）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初步成功，很重要

的一个因素是浙江省党政高层的全力推动，以及

组织和机制上的保障。和大多数地方改革创新实

践一样，党政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保证了改革的

顶层设计和组织动力。浙江“最多跑一次“是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主持推动的政府改革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针对习近

平总书记对浙江精神的新要求，落实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和改革理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继续深化政府改革。2016年12月，时任浙江省

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首次提出”最多跑一次“改

革，在2017年1月份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车俊再

次提出“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的年

度目标。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旨在

倒逼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和职能转变，改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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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原有的流程、机构和工作方式，要打破长期固化

的政府惯性和部门利益，难度可想而知。为此，车

俊自己担任了推进“最多跑一次”深化“四张清单

一张网”改革协调小组组长。改革协调小组下设

“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改革专题组设在省编

办，负责“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总体设计和推进路

径，发挥部门统筹和调度的作用，专题组成员包括

了省府办公厅、发改委、人社厅、公安厅、法制办、
工商分局、国土资源厅、建设厅等政府部门。各市

县也成立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协调小组，一把手

担任组长。这一举措，从组织上保证了“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有力推进。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推进中，省委省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通过顶层设计，浙江省建立了

全省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政务服务标准”，规范

和推动各地改革实施。（1）梳理事项。政府向民众

承诺做到“最多跑一次”，这就需要对政府审批事

项进行分类梳理，那些事项可以取消，那些事项

“最多跑一次”。2017年2月16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梳理公

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零上门”和“最多跑一

次”事项的通知》，启动“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工

作。3月31日，全省公布截至3月底前两批梳理完成

的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事
项，其中：省级单位958项（省直单位695项，直属部

门在浙单位263项）；设区市本级平均1002项，县

（市、区）平均862项；7月31日，又梳理公布了第三

批“最多跑一次”事项。（2）领导部署。作为政府自

身改革的新举措，“最多跑一次”需要顶层设计，自

上而下进行制度设计。2017年2月20日省政府印发

《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对“最多

跑一次”改革进行全面部署。（3）建立规范和标准。
改革要能够顺利推进，需要建立规范，以及标准化

运作。2017年2月23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自2017

年5月1日起施行。2017年3月3日，省政府办公厅下

发第一批《省级公共数据共享清单》。以标准化规

范改革。5月21日，由省质监局、省编办等部门制定

的《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第1部分：总

则》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最多跑一次”省级地

方标准建设取得实质进展。6月28日，发布《政务办

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第2部分：一窗受理、集
成服务》。11月30日，省质监局发布《法人库数据规

范》，这是数据共享的基础性规范之一。12月31日，

省质监局发布《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3部分：政务服务网电子文件归档数据规范》和

《第4部分：服务大厅现场管理》，“最多跑一次”改
革标准体系框架基本建立。

党政领导的强力推动，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

署、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保证了“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体制压力，为改革顺利推动提供了组织和制度

保障。
（三）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的支持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功，在理念、组织

和机制保障之外，还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在新信息

技术时代，政府治理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以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方法和技

术上的支持。“最多跑一次”改革能够实现群众不

跑、少跑、最多跑一次，是因为“数据跑路”。支持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是后台的“一网”———浙

江政务网。浙江政务网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手机

APP，构建起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跨系统的政

务服务平台，实现公共数据的即时传递和平台共

享，一方面，数据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路；另一

方面，也使得群众能够快捷方便地实现网上办事，

“不用跑”，让群众切实体验到办事的方便。“最多

跑一次”改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甚至不

跑腿”，是“互联网+政务”的深度融合。
现代专业化公共管理，使得政府各部门都有

自己的数据库。由于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

各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固化了自己的部门分

工，形成一定的部门壁垒和部门利益。“最多跑一

次”改革，通过对“一项事件”的整合，打破部门分

工，优化政府内部流程，实现有机整合。在“一窗受

理”中，信息通过一个窗口采集上来后，在后台要

进行处理、审核，信息共享的问题随之凸显。各地、
各部门普遍反映，信息共享度低成为制约“最多跑

一次”改革深化的一大瓶颈。这就要求打破各个部

门的“信息孤岛”，实现信息与数据的共享。
2015年，浙江省就成立了“大数据资源管理

局”，以整合数据资源。浙江省政府针对数据共享

问题，召开多次专题会议，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

据共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11月，省

数据管理中心在数据共享问题上集中攻坚，70多

亿条数据汇入统一的数据仓，实现共通共享共用。
2018年2月，省级办件量前100高频事项实现系统

对接和数据共享正式通过验收。[34]

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所依托的浙江政

务网，是“数字浙江”“智慧政府”的重要载体，也是

数据共享、服务聚集、管理集成的统一政务平台。
浙江政务网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加快推

政府管理与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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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公共数据整合和共享利用，帮助老百姓像逛

淘宝一样在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其背后是阿里巴

巴的阿里云。从2014年起，阿里云就为“浙江政务

服务网”的上线提供技术支持，整合了40余省级部

门、11个地市和90个县（市、区）政务服务资源、实
现省市县的数据直连，这也是全国首个搭建在阿

里云上、省市县三级采用一体化模式建设的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阿里云正与浙江省有关部门组成

数据专班，探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设计技术

顶层，最终实现政府业务流程梳理和政府部门间

的数据共享，帮助老百姓和企业精简办事流程和

提高效率。”[35]

另外，“最多跑一次”改革还运用公共数据，以

信息公开反过来也倒逼企业和公民自律。浙江以

“信用浙江”建设为载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基础上，导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信用

数据，倒逼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行为自律，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
（四）地方竞争的创新文化

浙江的地方创新，一直都在全国前列。在治理

改革领域，上虞的“一站式”办事大厅、武义的村务

监督委员会、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绍兴的人民调解

制度，等等，都得到了全国性的推广。浙江各个地

方政府的这些创新试点，经过当地官员长期坚持

和努力后，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认可，从而通过法规

和政策的形式，得以大面积复制。这些成功的地方

创新，给当地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优化地方治

理，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提高政府效能，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不可否认，成功的地方创

新，反映了地方主要领导先进的治理理念和行政

能力，也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带来了政绩，从而使

得主政官员容易得到升迁。因此，无论是从地区发

展角度，还是领导政绩的考量，浙江省形成了地区

竞争的创新文化。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由省委省政府推动

的、自上而下的规定动作，有顶层设计、有路线图，

有程序、总体规范和标准。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省里

各项部署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结合自身情况，以

争先恐后的赶超精神，创造性地落实“最多跑一

次”改革。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先行先试地是衢州，

其“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成为全省“标配”，而

且在政务信息系统的多平台整合方面取得率先突

破；“多审合一”“测验合一”等走在全国前列，还设

立了“无差别受理”，“全科受理”变“一门跑”到“一

窗跑”。台州紧跟其后，探索商事登记证照办理的

“十一证合一”，实现海关、商务等11家单位的证

（表）融合到同一本营业执照上。诸暨市实施“一证

通办一生事”，群众凭一张身份证就可办理涉及社

保、公安、民政、不动产等13个部门的209项行政审

批事项；而且，率先在村级层面应用“一证通办”系
统，让“最多跑一次”升级为“就近跑一次”“高效跑

一次”。金华打造一刻钟服务圈。构建“一刻钟服务

圈”，以一站式服务大厅为基础，全面提升实体政

务大厅服务能力，推进实体政务大厅与网上服务

平台融合发展，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
确保居民一般性业务一刻钟内全部办结。湖州市

部分审批项目网上申办、快递送达，全流程网上办

理，用“数据跑”和“物流跑”代替了群众和企业跑，

并逐步提升“零上门”服务的比例。杭州依托技术

优势，正在“打造移动办事之城”。
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进程中，各地结

合自身具体情况，相互学习，以争先恐后的赶超热

情，创造性地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承诺，涌现出

很多新鲜的做法，也为这项改革提供了多重样本

和检验空间，在竞争中选择合适路径和改革模式。
四、“最多跑一次”下一步怎么“跑”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初步成功，归功于

理念、制度、组织和文化等要素的相互配合。浙江

省委省政府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高屋

建瓴推动进行顶层设计，建立配套的规范、标准和

机制，地方性的创新文化，以及基于政绩考量的地

方政府竞争，共同作用，使得“最多跑一次”改革跑

出浙江，全面开花，成为政府创新的新风景。那么，

“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问

题？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跑？它又要怎样继续发挥其

倒逼功能，如何继续撬动政府深层次改革？

宏观上来说，“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不是一项

改革，而是一系列改革的起步。开工没有回头箭，

从“最多跑一次”开始，改革逐步会产生自己的惯

性，层层加码和递进，使得政府改革走向深入。“前

台窗口”的“最多跑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跑”，意味

着“后台车间”的流程再造和内部机构重组。“前台

窗口”的响应机制的变化，对于“后台车间”而言就

是巨大的人事与组织震荡。“窗口”好比餐厅的前

台点菜服务员，“后台”就是大厨房。“最多跑一次”
改革，就好比顾客对于餐厅上菜速度的要求。但

是，上菜的速度，更多地取决于后面厨房里厨师们

的手艺。因此可以说，“最多跑一次”改革虽然取得

一定成效，但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一）合法性、有效监管、信息安全和增量改革

目前看来，“最多跑一次”改革，运用大数据技

政府管理与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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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很多事项已经可以做到“一次也不用跑”，改革

成效明显。但是，作为一项政府创新实践，（1）要合

乎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

这是创新的合法性要求。（2）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政

府效能，降低成本，不能适得其反。（3）“放管服”改
革不只是“放”，还要“管”，以及优化服务。“最多跑

一次”改革，要区分政府的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

能，不能为了便民而放松监管职责。另外，在实现

数据共享的同时，也要考虑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
更重要的是，改革要警惕“黄宗羲定律”，①避免叠

床架屋，背离改革初衷。这些问题，在下一步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过程中要引起重视。
1.依法行政。政府最为宏观意义上的执法部

门，政府行为要“与法有据”。对政府来说，“法无授

权不可为”，这实质就是对地方创新的合法性约

束。“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

化。因此，“最多跑一次”改革聚焦的重点是行政执

法，包括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工商税务、城市管理

等，涉及到各类法律规范。针对这些行政执法行

为，“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强调便民惠民、政府内部

流程再造、数据共享等创新举措的同时，要避免与

现有法律法规的冲突，保证具体改革措施的合法

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进行政改革与创新。
具体来说，“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等环

节中必须重视的行政主体授权问题，“一网通办、
一证通办”等带来的行政监督与责任问题。“至少

还需要把下列两种情形排除在‘最多跑一次’的范

畴之外：一是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而实施

的‘跑’；二是当事人为行使其权利而出现的

‘跑’。”这两种“跑”，都不可能“跑一次”完成。而

且，“相当数量的行政行为，需要履行规定的程序

以后才能向当事人发放证照或者法律文书。”[36]

不可否认，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法律法

规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在法律和政策打架的情况

下，创新面临着一些未知的风险。在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过程中，需要关注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的

适应性，坚持依法行政。下一步，针对“最多跑一

次”改革暴露出来的法律法规问题，属于地方性立

法范围内的事项，可以通过地方立法程序予以调

整；属于顶层设计领域的法律事项，可以通过各种

渠道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予以调整和修改。
2.放管结合。大道至简，减政放权。“放管服”的

改革的要求是“减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放权”不是“不管”，而是政府不该管的不要去管，

该管的要有效地管起来，即我们常说的政府“有所

为有所不为”，有效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公共管

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各级政府在推进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中，创新各种举措简化行政审批流程、
环节、佐证材料、印章等等，甚至可以“容缺”（即缺

少材料，承诺以后补上）受理。[37]这些创新，就需要

事中、事后的监管跟上，准确认识简政放权与强化

监管的关系。[38]

“最多跑一次”是政府的承诺，对于企业和办

事群众，要进行宣传和教育，有相应的提供真实信

息的义务。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是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目前的“最多

跑一次”改革，更多的是政府一方的服务承诺和宣

示，各种监督措施也是指向这一方。作为服务对象

的企业和群众，无论在信息获取还是资料提供方

面，也得遵守法律规定。政府监管的重心要后移，

用多种方式，继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3.信息安全。“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托于大数据

技术，是“互联网+政务”的升级版。“最多跑一次”
改革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建设公共数据平

台和共享交换体系，实现公共数据整合和共享，以

数据共享促进流程优化和服务统筹。
打破各部门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是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命脉所在。浙江省建立大数

据管理中心，强力推动各部门数据库开放共享。浙

江省的大数据共享平台，依托的是阿里巴巴公司

的技术支持。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是

大势所趋。但是，如何能够确保政府掌握的公共数

据不会泄露？企业给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合作推进

数据库建设，对于数据的归属权和使用权，又如何

规范？如何保证企业不会将公共数据用于公司营

利目的？还有，哪些数据属于个人隐私，哪些属于

公共信息？什么样的数据能够共享，什么样的数据

不能共享？数据共享和流通中如何保护公民个人

隐私？这些问题，在下一步改革深化中都需要重视。
4.存量改革。存量改革，是对现有政府运作模

式和机制体制的改革。相比增量改革而言，存量改

革是对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冲击，难度更大。
“最多跑一次”改革，从群众体验的客户端入手，倒

逼政府审批制度、政府机构以及权力运作方式的

改革，是对“存量”的倒逼。“最多跑一次”改革，不

是现有的行政审批中心、政务办事大厅的扩大，更

不是重新设立一个政府服务客户端，不能建立“第

二政府”，而是对现有的政府审批事项的大幅削

减、行政程序的精简、行政环节的整合以及行政作

风的改变，是对现有存量的改革，而不是做大增量。
检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在改革目标

实现率和群众满意度之外，还得看其对体制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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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机构、编制”是否切实发挥了撬动效应。现

在各地的行政办事大厅，“窗口”增加了很多编外

人员，且不说其对于工作的熟悉程度如何，这在无

形中增加了很多行政成本。“最多跑一次”改革目

标之一就是各种“减”：“减事项、减流程、减材料、
减次数”。对于提高政府效能来说，还得“减职能、
减机构、减编制、减成本”。叠床架屋的改革，偏离

了政府转型、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性的改革

初衷。
（二）技术倒逼改革，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

从地方创新变成了中央政策，“最多跑一次”
改革从浙江“跑”向了全国，成为近年来最重要的

政府改革举措。“一窗办理、集成服务、一网通办、
数据跑路”，几乎已经是各个地区、各部门“最多跑

一次”改革的标准动作。而且，改革仍是进行时，各

地政府及职能部门还在你追我赶，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各地各部门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创新

热情，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一

次也不跑”，不见面审批；建立居民信息数据库，消

灭复印件，一个身份证办理几乎所有事项；线上线

下配合，继续缩短办事时间；“就近跑一次”，打造

“15分钟服务圈”，等等。这些技术上的创新，反映

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方向：走向数字化治理和

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治理，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的新发展，

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有效地

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高效提供公共服务。
“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网络

社会的崛起，”是数字化治理产生的原因。[39]数字化

治理不仅仅是电子政府或政务数字化，更重要的，

是借助于新兴的信息技术，“使政府内部流程再

造，从而达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整合。”[40]

或者说，“需要政府部门迅速变革传统治理方式和

方法，构建全新的管理模式，驱动组织结构、业务

流程、行为关系的优化再造，”实现政府治理的数

字化转型。总体来看，数字化治理，被认为是整体

性政府的理论基础，是对于各部门各自为战的“碎

片化”治理而发展起来的，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组
织、流程的重新整合。数字化治理的主要理念是重

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41]

数字化治理，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有研

究者认为，未来五年是政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发展阶段。[42]近年来，各国都在利用大数据推

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2017年，英国出台了《政府

转型战略 （2017—2020）》，制定整合的数字化路

线，以提升用户体验、提高政府效能，寻求建立一

种“全政府”的转型方式，旨在向英国民众提供世

界一流的公共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进程。[43]2015

年，中国政府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

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

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44]因

此，各级政府，需要做好准备，以“面对组织与文化

上的双重挑战”，让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

技术发挥其潜能，带来彻底的革新。[45]

2018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2018年工作要点》，提出全面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数据共享，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最多

跑一次”向纵深发展的工作重点和目标。[46]4月12

日，省长袁家军在省政府专题会议提出全面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实

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此可见，下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目标，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不只是看作

是“最多跑一次”的后台工具，更是政府转型的目

标。这意味着各级政府，要在理念、工作作风、组织

结构与制度运行等方面发生革命性的转变。
（1）以顶层设计继续推进数据共享。政务信息

和数据的开放与共享，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
在保障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打破数据壁垒，加大数

据整合的规模和力度，提高数据的共享和使用率，

继续推动让数据“多跑路”，换取企业和群众少跑

腿甚至不跑腿。[47]

（2）各级政府要加大“互联网+政务”的推广与

应用。一方面，加强对互联网办事的宣传和信息告

知，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互联网+”作为

新思维，营造在线办事、移动办事的社会风气；另

一方面，各级政府要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创新在线

服务方式，多渠道、多平台实现“网上政府”，方便

群众办事，改善服务体验和提高群众满意度。
（3）在技术上的推进之外，“最多跑一次”改革

要充分发其挥倒逼功能，倒逼政府机构和编制改

革。如果新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不能带来

制度的相应变革和改进，那治理的现代化就会成

为一句空话。[48]政府改革要从“线上”走到“线下”，
从“窗口”走进“后厨”，推进“存量改革”，实现政府

的组织变革与整体性转型。“一窗受理、集成服

务”，要求政府后台的审核与监督流程优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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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以及机构整合。
“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提升了政府办事效率和

公众满意度之后，需要以此为抓手，顺势推进大部

制改革。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精神，以政府职

能为依据，进行功能整合、机构重组，以及相应的

人事制度改革，达到精兵简政、提高效能的改革目

的。可以说，“最多跑一次”改革，切入点是政府效

能与工作作风，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机构改革上来，

从“最多跑一次”到“减事项、减机构、减编制”。
以“线下”的“减事、减人、减钱”的釜底抽薪，防止

机构、人员以及作风等改革成果“反弹”。
（4）继续保持改革热情，避免改革“疲劳症”。

各级地方首长是地方各项事业的第一责任人。地

方官员的政治伦理、对改革和创新的认知态度、个
人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抱负，与地方创新成正比

关系。[49]能够主导和推动地方创新的地方官员，一

般来说都有较为开阔的政治视野，有较为先进的

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有积极创新的政治抱负和

能力素质。地方官员在改革和创新中的关键性角

色，在推动和成就地方创新事业的同时，也为创新

的良性发展埋下了隐患。“因人成事”也容易变成

“因人废事”、“人走政息”。浙江“最多跑一次”改
革，已经从地方试点变成了国家政策，获得复制和

大面积推广，不大可能出现“人走政息”的情况。但

是，如果主导改革的高层官员发生人事变动，再加

上地方官僚机构的体制惯性，改革很容易失去热

情和继续推进的动力，出现改革的“疲劳症”。因

此，“最多跑一次”改革需要夯实基础，做大同盟，

以制度化、规范化、数字化的改革成果，在全社会

营造改革氛围，形成惯性，以实现可持续、不可逆

的改革进程。

注释：

①所谓黄宗羲定律是针对历史上的农民税负增加

而提出的：即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

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用在这里是指以

往政府机构改革的“反弹———精简———膨胀———再精

简———再膨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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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based villages，not only we can revitalize the external dimensions of the village，such as revitalizing the vitality of
the village organization，rejuvenating the industrial strength，reshaping the cultural charm and recreating the landscaping，but
also can achieve the villager's subjectivity，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capital，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ple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village such a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ner village，and truly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villages.
Key words：Resource-based villages；Task-based governance；Governance structure；Governance model；Digang village；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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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Delegating-regulation-service”：Government Commitment and Technology Pus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run at most once”Reform in Zhejiang

Zhao Guangyong Xin Sit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

Abstract：The “run at most once”reform initia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at the end of 2016 is an active attempt by local
governments to carry out their own 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After more than one
year， “run at most once”reform “runs”to the whole country. “Run at most once”as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he
public service，is the entrance to the systematic project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and also a powerful
grip on th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o force government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improving its effectiveness.The“run at
most once”reform is now pushing for the retur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regulating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power，
forcing the re-engineering of government process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The elements given
impetus to the “run at most once”reform：the ideal of people -centered reform，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op level design，the support of the large data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ve culture of the local
competition.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run at most once”reform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ity，
information security，government’s effectiveness and “storage reform”. The future of “run at most once”will b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technology.
Key words：Reform of “delegating-regulation-service”；Run at most once; Local innovation；Digit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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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omestic Budget Performance in China：a Research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re Journal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CSSCI Journals of Nanjing University

Hu Xiaodong Yin Yanhong Chen Jueru
（1.China Institute of Labor Relations，Beijing 100037；2.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9；3.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budget，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125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core journals of Chinese （109 of them published in journals as well
as CSSCI source journals） literature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characteristics of performance budget itself the reality of China's objective conditions or analysis of foreign
performance budge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put forward the idea about using design，
performance Chinese budge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r specific method.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seldom adopted. Accordingly，it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further study the
related technology of budget performance；the latest practice 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 Chinese measure of budget
performance；try to put forward the operation quality standard；as far as the possible u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performance budget.
Key words：Budget reform；Budget performance；Performance budget；Perform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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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spection Guarantee and Administration Fund Management
———Take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of G province for example

Jinsh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Judicial Civilization of Jilin University/Research Center of Theoretical Jurisprudence，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procuratorial security and rule.Taking the province of G procuratorial work security a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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